从创建共产党到成立新中国丨1935，生死攸关大转折——中国共产党领导红军主力胜利完成长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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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党中央在长征途中召开遵义会议，确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中共中央的领导地位，在极其危急的情况下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实现了伟大的历史转折。中国共产党领导红军主力以非凡的智慧和勇气，运用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书写了大无畏的英雄凯歌，取得了战略转移的胜利。根据民族危机日益加深、全国人民抗日救亡运动日益高涨的新形势新要求，党制定正确的方针和策略，将中国人民革命斗争推向全民族抗日战争的新阶段。
（一）
按照黎平会议、猴场会议作出的行动计划，中央红军改向贵州北部进军，而不是到湘西北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为此，红军要闯过的第一道难关，就是自古就有天险之称的乌江。
乌江是贵州的第一道大江，流急滩多谷狭。为打破敌军妄想阻止红军渡过乌江天险的企图，中革军委作了周密的战斗部署。按照中革军委的命令，红一军团第一师第一团作为先遣团，于1月1日由龙溪到达回龙场渡口。调查发现附近村庄不仅没有船，就连一只木桨，甚至一块像样的木板也全被敌军搜走。团长急中生智，决定扎竹排，乘竹排过江。他们挑了8名熟悉水性的战士组成突击队，但试渡没有成功。红军没有被困难吓倒，当晚红一师又立即组织第一、第三两个团熟悉水性的36名同志组成突击队，进行夜间武装渡江。2日上午，红一团用火力封锁对岸，以防敌人破坏跨江绳索。红一团还同红三团一起赶扎了30多个竹排，搭成浮桥。下午，强渡开始，红一师在岩门地区集中红一、红三团所有轻重火力，向对岸老渡口和观音寺工事里的守敌猛烈射击，掩护红一团在渡口狭窄处强渡。至4日，红一军团主力及红九军团由此渡江完毕。1月2日至6日，中央红军分别从余庆县的回龙场、瓮安县的江界河、开阳县的茶山关全部渡过乌江天险，把国民党的“追剿军”甩在乌江以东和以南地区，敌军围歼红军于乌江南岸的企图化为泡影。
1月7日凌晨，红军完全占领遵义。在军委纵队及有关部队即将进驻遵义城的时候，红军总政治部下发了《关于进遵义城的口号和八项注意通令》，要求各部队进城时严格遵照执行。1月8日，中革军委主席朱德致电各军团、军委纵队，命令红二师先头团“明日应向娄山关侦查前进，驱逐和消灭该地敌人，并相机占领桐梓”。娄山关是川黔交通要道上的重要关口，地形十分险要，是兵家必争之地。中央红军如果不及时控制娄山关，下一步行动将受到极大限制。根据军委指示，刘伯承、聂荣臻与红二师领导研究决定，命令红四团为先头部队，向娄山关挺进。经过激战，占领娄山关关口，然后乘敌溃退之势，一鼓作气向桐梓方向追击，攻占桐梓城。经过十余天征战，中央红军控制了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的广大地区。
遵义是黔北的首府，是汉苗黎等各族商旅云集之所，市面十分繁华，是红军长征以来所经过的第一座较大的中等城市。红军进城时，群众兴高采烈，鸣鞭炮欢迎，这是红军自离开中央革命根据地以来经历的最激动人心的场面。
1月12日，红军总政治部召开遵义县革命委员会成立大会。革委会成立后，积极发动群众，贯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的土地政策、经济政策，帮助组织筹粮、筹款、制作服装和印刷文告，动员青年参加工农红军。在红军总政治部的统一领导和部署下，各军团都派出许多工作队深入群众，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发动群众打土豪、组织武装、建立革命政权。广大群众积极帮助红军筹备物资，护理伤病员，踊跃参加红军。在短短十多天时间里，遵义地区就有4000余人加入红军。
（二）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召开扩大会议，这就是著名的遵义会议。这时，中央大部分领导人对于中央军事指挥的错误问题，基本取得了一致意见。通过这次政治局会议，总结经验教训，纠正领导上的错误的条件已经成熟。
会议集中全力研究解决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和组织问题。张闻天、毛泽东、王稼祥尖锐地批评了博古、李德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实行单纯防御、在战略转移中实行逃跑主义的错误。与会者多数同意张闻天、毛泽东等人的意见。会议增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委托张闻天起草《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会后不久，在向云南扎西地区进军途中，政治局常委决定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中央总的责任。中央政治局通过遵义会议决议，并及时向全军传达、贯彻。3月中旬，成立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新的“三人团”，以周恩来为团长，负责指挥全军的军事行动。
遵义会议明确回答了红军的战略战术方面的是非问题，同时改变中央的领导特别是军事领导，解决了党内所面临的最迫切的组织问题和军事问题，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中央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开始形成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这是我们党和革命事业转危为安、不断打开新局面最重要的保证。而这些成果，又是在中国共产党同共产国际中断联系的情况下独立自主地取得的。从此，中国共产党在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领导下，克服重重困难，一步步地引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遵义会议是党的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它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开始走向成熟。
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重整旗鼓，振奋精神，在新的中央领导的指挥下，展开了机动灵活的运动战。红军作战指挥坚持从实际出发制定战略，灵活地变换作战方向，迂回曲折地穿插于敌人重兵之间，力争掌握战争的主动权。
四渡赤水之战，是中央红军长征中最惊心动魄、最精彩的军事行动，是红军战争史上的奇观，是以少胜多、变被动为主动的光辉典范。这一胜利，是在改换了中央军事领导之后取得的，充分显示出毛泽东高超的军事指挥艺术。蒋介石为阻止中央红军北进四川同红四方面军会合，或东出湖南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部署其嫡系部队和川黔湘滇桂五省地方部队的数十万兵力，从四面八方向遵义地区进逼，企图在遵义一带围歼红军。1935年1月19日，中央红军由遵义地区北进，预定夺取川黔边境的土城、赤水县城，相机从四川的泸州和宜宾之间北渡长江。蒋介石急调重兵布防于川黔边境，封锁长江。1月28日，红军在土城战斗中因敌军不断增援，再战不利，乃奉命撤出战斗，1月29日凌晨从元厚、土城地区一渡赤水河，挥师西向进至川滇边的扎西集中。在这里，中央红军进行整编。川滇敌军很快又从南北两面向扎西逼近。这时红军决定暂缓执行北渡长江的计划，突然掉头东进，摆脱敌军，于2月18日至21日二渡赤水，重入贵州，再占遵义城。在遵义战役中，红军取得歼敌两个师又八个团、俘敌3000余人的胜利，这是中央红军长征以来取得的最大的一次胜利，沉重打击了敌军气焰，鼓舞了红军斗志。经过激烈战斗攻占娄山关，控制了制高点点金山，敌军为夺回失去的主阵地，兵力增加到六个团，组织多次反扑，均被红军击退。蒋介石在打了败仗之后，调整部署，向遵义、鸭溪一带合围。红军迅速跳出敌军的合围圈，再次转兵西进，于3月16日至17日三渡赤水，重入川南。蒋介石以为红军又要北渡长江，急忙调动重兵围堵。红军突然又挥师东进，折返贵州，于3月21日晚至22日四渡赤水。随即南渡乌江，佯攻贵阳。蒋介石这时正在贵阳督战，红军出乎意料的行动，使他慌了手脚，急调滇军前来增援。滇军一被调出，红军立刻大踏步奔袭云南，兵锋直逼昆明。这时，昆明防守力量空虚，云南当局急忙调集兵力固守昆明，削弱了金沙江的防务。红军又突然掉头北上，于5月上旬渡过谷深水急的金沙江。
至此，中央红军摆脱了几十万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粉碎了蒋介石围歼红军于川黔滇边境的计划，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
（三）
中央红军渡过金沙江后，继续北上。在经过少数民族聚居区时，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得到少数民族群众的支持和帮助。为顺利通过彝族区，由刘伯承兼司令员，聂荣臻兼政治委员，率中央红军先遣队向大凉山彝族区进军。彝族是中国少数民族之一，长期遭受国民党政府、地方军阀以及奴隶主的残酷压迫和剥削，经济文化落后，生活极其贫困。由于历史上造成的民族隔阂，他们对汉族不信任，不准汉人的军队进入他们的地区。红军要路过这里，困难很大。为了顺利通过彝民区，中央以红军总司令朱德名义发布布告，宣传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对少数民族的政策，号召彝族人民同红军合作，共同反对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同时，在部队中普遍深入开展党的民族政策和红军纪律教育，严格要求指战员尊重彝族风俗习惯，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做到秋毫无犯，以模范的行动来扩大党和红军的政治影响。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同彝族果基部落首领小叶丹杀鸡歃血为盟，实现了民族团结，使红军顺利通过了这个地区。
中央红军通过彝民区后，即向大渡河兼程前进。蒋介石飞抵昆明亲自部署大渡河会战，加强防御力量，企图凭借大渡河天险，使中央红军重蹈太平天国将领石达开失败的覆辙。然而，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红军是不会重演历史悲剧的。中央红军先遣队红一师第一团冒大雨经过70多公里急行军，冒着敌人密集的火力，战胜惊涛骇浪，冲过重重火网，在敌人视为插翅难飞的天险防线上，打开了一个缺口。但大渡河水流湍急，河面太宽，无法架桥，全军数万人马不能在短时间内渡河。敌情紧急，中革军委决定改向西北，争取并控制泸定桥渡河点。红军先头部队红四团以无比坚强的毅力，不顾饥饿，不怕疲劳，和敌人抢时间，和敌人赛跑，于5月29日晨经过160公里的急行军，赶到泸定桥，发起夺桥战斗。22位突击英雄冒着敌人密集的枪弹，攀着铁链向对岸冲去。冲到对面时，敌人放起火来，桥头立刻被大火包围。在千钧一发的时刻，战士们奋不顾身箭一般穿过熊熊大火，冲进城去，和城里的敌人展开了殊死搏斗。经过两个小时激战，守城的敌人被消灭了大半，其余的狼狈逃窜，红四团英勇地夺下泸定桥。
夹金山是中央红军长征中跨越的第一座大雪山。海拔4000多米，终年积雪，空气稀薄，没有道路，没有人烟，气候变幻无常，有“神山”之称。有首歌谣说：“夹金山，夹金山，鸟儿飞不过，人不攀。要想越过夹金山，除非神仙到人间。”中央红军以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向夹金山进军。红军指战员怀着必胜的坚定信念，以坚忍不拔的顽强毅力，发扬阶级友爱精神，同心同德，团结互助，互相搀扶着艰难地向前迈进，战胜风雪严寒和高山缺氧等艰难险阻，终于征服了大雪山。
（四）
6月12日，中央红军先头部队到达四川懋功（今小金）县城东南的达维镇，与前来迎接的红四方面军一部会师。6月18日，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在懋功会师，集结在这个地区的兵力达到十多万人，士气高涨，战斗力大为增强。摆在党和红军面前的首要任务，是正确制定统一的红军发展的战略方针。
中共中央到达川西北地区后，发现这里大多是少数民族聚居地，高山深谷，人口稀少，经济贫困，不利于红军的生存和发展。而在此以北的陕甘地区，地域宽阔，物产较丰富，又是帝国主义势力和国民党统治薄弱的地区，特别是邻近抗日斗争的前线华北。中共中央根据这种形势，主张红军继续北上，建立川陕甘革命根据地，以便在北方建立抗日的前进阵地，领导和推进全国抗日民主运动，但张国焘却主张红军向西退却到新疆、青海、西康等地，以为这样可以避开国民党军队的强大军事压力。为解决这个重大战略方针问题，6月26日，中央政治局在懋功北部的两河口召开会议，会上经过讨论，一致同意周恩来、毛泽东等多数人关于北上的意见。张国焘也表示同意。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决定增补张国焘为中革军委副主席。但张国焘却又提出南下四川、西康的方针，给两军会师后蒙上了阴影。
8月初，红一、红四方面军混合编成左、右两路军北上。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等率中共中央机关和前敌指挥部随右路军行动。朱德、张国焘、刘伯承等率红军总司令部随左路军行动。8月21日，右路军踏上了穿过大草地的艰难征程。大草地环境险恶，荒无人烟，到处是野草丛生的沼泽和散发出腐臭味的黑色淤泥潭，稍有不慎，踏进泥潭，就可能被吞没。红军指战员经过长途跋涉，体质十分虚弱，在恶劣的自然环境和饥寒交迫之中，很多红军战士在过草地时不幸牺牲。右路军走了6天6夜，才走出草地，等待左路军前来会合。可是，张国焘提出种种借口，不愿北上，并要右路军南下。9月12日，中央政治局在甘肃迭部县俄界（今高吉）召开扩大会议，号召红四方面军的干部、战士团结在中央周围，同张国焘的错误倾向作斗争，促其北上。按照俄界会议决定，北上部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
俄界会议后，中共中央率领红一、红三军和军委纵队继续北上，一举突破川甘边界天险腊子口，打赢了突破敌人封锁进入甘南的关键一仗。越过岷山，于9月18日到达甘肃岷县以南的哈达铺。在这里，根据从当地找到的报纸上获悉的陕北红军和根据地仍然存在的情况，毛泽东提出到陕北去。恰逢此时，从鄂豫皖根据地出发长征的红二十五军到达陕甘根据地，同当地的红二十六、红二十七军会师，合编为红十五军团，为迎接中共中央和红军陕甘支队的到来创造了条件。
9月27日，陕甘支队占领通渭县榜罗镇。中央政治局常委在此召开会议，正式决定前往陕北，保卫和扩大根据地。会后，陕甘支队越过六盘山，于10月19日抵达陕甘根据地的吴起镇（今吴旗）。10月22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指出历时一年的长途行军已经结束，今后的战略任务是保卫和扩大西北的根据地，领导全国革命斗争。在党中央领导下，红一方面军历时一年的艰苦转战，长驱二万五千里，纵横十几个省，战胜无数艰难险阻，粉碎数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实现了空前的战略大转移，胜利地完成了震惊中外的长征。
（五）
在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地区前后，日本帝国主义利用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加快了侵略中国的步伐。1935年5月，日本帝国主义开始在华北制造事端，向国民党政府提出对华北统治权的要求。7月，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与国民党华北军分会代理委员长何应钦达成“何梅协定”，攫取了中国的河北、察哈尔两省的大部分主权。11月，日本又策动汉奸进行所谓“华北五省自治运动”，成立“冀东防共自治政府”；而国民党政府则指派宋哲元等准备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以适应日本关于“华北政权特殊化”的要求。
随着民族危机日益加深，全国人民抗日救亡运动日益高涨。12月9日，在中共北平临时工作委员会领导下，北平爱国学生数千人冲破国民党政府的恐怖统治，举行声势浩大的抗日救国示威游行，喊出了“反对华北自治运动”，“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等口号。16日，北平学生和市民1万多人，在天桥召开市民大会。会后，举行了更大规模的示威游行。“一二·九”运动获得了全国人民热烈的支持和声援，掀起了全国抗日救国的新高潮。
形势的变化，要求中国共产党必须尽快制定出新的战略方针。1935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以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和中共中央的名义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停止内战，抗日救国，组织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这个宣言对推动抗日统一战线工作和抗日救亡运动，起了积极的作用。
11月13日，中共中央发表《为日本帝国主义并吞华北及蒋介石出卖华北出卖中国宣言》；28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和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抗日救国宣言》，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抗日反蒋。
12月17日至25日，中共中央在陕西安定县（今子长）瓦窑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着重讨论全国政治形势和党的策略路线、军事战略。会议通过了《中央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决议指出，在日本帝国主义变中国为殖民地的形势下，党的总任务是以坚决的民族战争反抗日本帝国主义进攻中国；党在新形势下的战略方针是把国内战争同民族战争结合起来，1936年应准备直接对日作战的力量，猛烈扩大红军；执行“抗日联军”的策略等。
会议结束两天后，毛泽东根据会议精神。在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报告充分论证了和民族资产阶级在抗日的条件下重新建立统一战线的可能性和重要性。提出“我们要把敌人营垒中间的一切争斗、缺口、矛盾，统统收集起来，作为反对当前主要敌人之用”。报告着重地指出了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在这个统一战线中的具有决定意义的领导作用。瓦窑堡会议决议和毛泽东的报告，分析了日本侵略者打进中国之后社会各阶级之间相互关系的变化，明确提出了党的基本策略任务是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解决了党的政治路线问题。
瓦窑堡会议是从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到全民族抗战兴起过程中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它表明党已经克服“左”倾冒险主义和关门主义，制定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策略，使党在新的历史时期将要到来时掌握了政治上的主动权；表明党在继遵义会议着重解决军事路线问题和组织问题之后，开始努力解决政治路线问题；表明党在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正在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创造性地开展工作。此后，中国共产党采取切实措施进一步加强对统一战线工作的领导，推进日益高涨的抗日救亡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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